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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作”之间:犹太传统中先知与律法之关系辨正
∗

王强伟∗∗

正确认识先知与律法的关系,是揭示和彰显犹太传统先知地位与意义的关

键之一. 就此而言,目前存在“对立论”和“一致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从处

境化权宜策略的视角出发,重新思考先知对于律法(尤其是礼仪律法)的批判可

以获知,先知如此作为,实在乃是出于守护和传承律法的目的,其所痛斥者仅限

流于浮华而非由衷发自内心的宗教活动. 宗教的内在价值始终需要通过外在规

范展示出来,而律法即犹太教价值表达的主要承载者. 先知处理与律法之间关

系的策略,体现出一种以“述”替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作”的高明.
犹太教被视为“因行成义”的宗教,如何按照律法( )①去过虔敬的宗教

生活,是犹太教的重大议题与核心内容. 在此意义上,律法不啻为犹太人的一部

“生活指南”,守律法也成为千百年来犹太传统区别于异质文化而界定自身特色

的重要标识. 正是在这个“指导”与“遵行”的往复循环过程中,律法成为犹太教

外在价值表达的主要承载者.
先知,往往被视为伦理的化身,与繁缛的律法之间似乎存在经久不灭的张

力. 尤其经由基督教的有意识推进,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是以一种“水火难容”的

形态展现于世人面前②,影响不可谓不远. 而不容忽视的是,不同于基督教和坊

间广为流布的观点,犹太传统内部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关系,先知对待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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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代犹太教与早期儒学比较研究”(项目号:

１７JJD７３０００１)、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１８GN００８)阶段性成果.
王强伟,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所涉及的“律法”概念,主要是指犹太传统的宗教规范,这是犹太教的特色. 当然,作为经典

的«托拉»(«摩西五经»)其内容也不仅仅是作为规范的外在形式的“律法”,学者们对“托拉”的本义(“教

导、指导”等)已多有发明,但本文仍然使用传统的界定和理解. 关于“托拉”的原意分析,可以参见 Marvin
Sweeney,ThePropheticLiterature,Nashville:AbingdonPress,２００５,pp．２２１Ｇ２２２．

参见JohannaW．H．vanWijkＧBos,MakingWisetheSimple:TheTorahinChristianFaithand
Practice,GrandRapids,Mich．Eerdmans,２００５,p．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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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作为在于“述”与“作”之间. 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范围更大,所以我们受其

影响颇深;而从犹太教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将考察

关于先知与律法关系模式的两种不同观点,进而重思所谓先知对于礼仪律法之

批判,最后部分将探究先知对于律法作为外在价值形式的真正态度,以及先知这

种处在“述”“作”之间的价值表达策略的文化意义.

一、“对立”抑或“一致”:先知与律法关系的两种不同观点

先知之于律法,究竟是连续一体,抑或水火不容? 在犹太—基督教传统内部

的学术研究中,这是一个聚讼纷纭、没有定论的话题. 我们目前接受的印象,先

知是“社会正义的代言人”“社会改革家”,他们猛烈抨击社会不公正现象,为穷

苦、受压迫民众请命,等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现代观念主导之下,为了高扬“公

平、正义”而对先知进行的重描和重塑①,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以今度古”,因为这

与«圣经»中先知的本色是迥然有差别的,而这种格外突出先知“伦理”特色的解

读视角,无疑最终导致将先知推到了宗教律法的对立面.②

先知与律法的关系,大致有对立论和一致论两种不同看法.

(一)先知—律法“对立论”

对立论认为,先知突出了伦理教导,是对律法的超越,隐含着律法不如先知

伦理的预设. 先知的本质一般被理解为“伦理的”,甚至被视为“伦理一神教的创

造者”③. JohnHayes指出:“预言是以色列宗教的高峰,因为先知是伟大的改革

家,他们致力于给以色列的信仰带来一个变革.”④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探析其

①

②

③

④

DavidPetersen指出,先知的定义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先知是一个不断被后人

从自身需求出发而塑造的形象. 在综合考察了既有研究对于先知角色的各种界定之后,他特别指出:“很

难得出一个统一的先知定义􀆺􀆺不应该单取一个方面而在现代社会中大肆发挥,如认为先知是社会正义

的代言人.”(DavidPetersened．,ProphecyinIsrael:SearchforanIdentity,Philadelphia:FortressPress,

１９８７,p．１７)
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指出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基督教学术渊源,即新教背景的学术研究倾向

于强调先知的伦理色彩,突出先知对“伦理一神教”的开创之功,而贬抑律法,从而将先知塑造成为新教徒

的“原型”或者“先驱”. 新教的这种诠释立场和观点无疑影响到了整体的先知研究. (参见 PeterL．
Berger,“CharismaandReligiousInnovation:TheSocialLocationofIsraeliteProphecy,”in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 Vol．２８,No．６,１９６３,p．９４２)

AbrahamKuenen,TheProphetsandProphecyinIsrael:A HistoricalandCriticalEnquiry,

London:Longmans,Green& Co．,１８７７,p．５８５．
JohnH．Hayes,AnIntroductiontoOldTestamentStudy,Nashville:Abingdon,１９７９,p．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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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逻辑,即他们对于“先知”的推崇,突出先知的“宗教改革家”角色,认为先知

通过对律法的改革而带来以色列宗教的新发展,而“改革”这一宗教发展进程中

的行为,必然将先知与律法对立起来.
一位基督教学者曾经写道:“«希伯来圣经»先知宗教(PropheticReligion)与

祭司宗教(PriestlyReligion)或者礼仪宗教(CultReligion)是完全对立的. 祭司

宗教是献祭的宗教,即祭司将民众带来的祭品自下而上地献给上帝;而先知宗教

是言语(Word)的宗教,它是将上帝的话语自上而下地传达给民众.”①所谓祭司

宗教和礼仪宗教,实质就是古代以色列典型的律法宗教,其被视为与先知宗教是

截然对立而不相干的两种宗教形式.
先知—律法“对立论”观念的产生,其实与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传统中,耶稣被认为是伟大的先知②,而且他们阅读和理解

«希伯来圣经»“先知书”部分,都是在“众先知是耶稣的预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
因而他们对于先知有天然的亲近感,尤其是«新约»中耶稣不断挑战当时作为律

法权威的法利赛人,从而强化了这种对立的历史存在感.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据
«新约»所载犹太人的观点,耶稣之被处死正是因为他违背了律法.③ 保罗也从

与“灵”相比较的立场出发,对律法有一个较低的断言,指出外在的律法、礼仪不

足为据,而“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④,另外,在讨论信仰时,将“石版/心
版”“字句/精意”等对举分判⑤,也是一种通过比较而对传统犹太律法的明显贬

斥. 从犹太方面而言,一个历史现实方面的原因在于,拉比时代以来的犹太教依

然格外重视律法,即便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以遵守这种千载传承的律法

来确认和维护自身的身份认同. 而这种对于传统的固守,必然导致犹太人与周

边文明生活的格格不入,这也成为反犹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同时也导致了

基督徒乃至其他犹太社团周边人群心目中的律法难免总是一种负面的形象.

①

②

③

④

⑤

ProphetengestaltendesAltenTestament,１９３８,p．５６, 转 引 自 H．H．Rowley, “Ritualandthe
HebrewProphets,”JournalofSemiticStudies,Vol．１,No．４,１９５６,p．３４２．

«马太福音»２１:１１,«路加福音»２４:１９,«约翰福音»７:４０,等等. 鉴于目前尚未有犹太传统«圣经»
的汉译本,为体现行文统一性,本文所引«圣经»经文均出自基督教汉语和合本.

罗马总督彼拉多审问耶稣所犯何罪,并未找到可以出死他的证据,而犹太人坚持因为“按那律

法,他是该死的”. 参见«约翰福音»１９,１９:７．这样的圣经章句后来甚至被演绎出“律法杀死耶稣”(The
LawkillethJesus)而成为后世延续不绝的“反犹主义”源头之一. 参见 BernardS．Jackson,“TheProphet
andtheLawinEarlyJudaismandtheNewTestament,”CardozoStudiesinLawandLiterature,Vol．４,

No．２,１９９２,p．１２３．
«罗马书»２:２９.
参见«哥林多后书»３:３,３:６.



—３４８　　 —

(二)先知—律法一致论

先知—律法一致论是犹太传统所坚持的主张.
首先,«圣经»中可见先知与律法之间的“积极”关系:

１．作为“先知书”的终结篇,«玛拉基书»最后的经文是唤起以色列人记念摩

西律法:
你们当记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

他的律例典章.①

而在“先知书”的开篇即«约书亚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过类似的表达: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

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②

在«塔纳赫»“先知书”部分这样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其开端和结语不约而同

地都提到了要谨记摩西“律法”,这不是巧合.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知书”的编

订者对于“先知(书)”和“律法”之间关系的体认. 在他们看来,二者之间不是互

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其次,关于先知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巴比伦塔木德»这样表述:

先知忠诚地承传了律法,从未对律法有一字一句的增删.(Meg．１４a)
雅威从西奈山为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诫命,摩西及其以后的先知无需

任何革新.(Shab．１０４a)
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对于上帝的律法在形式上没有字句的增减,内容上更

没有任何创新,从先知口中传出的律法与上帝在西奈山启示给摩西的并无二致.
先知的 这 种 角 色,被 拉 比 们 视 为 只 是 一 个 “传 道 者” (preacher) 和 “诠 释 者”
(exegete)而已③.

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是律法的解释者,先知书与律法在拉比的思想框架中

是和谐一致的,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 这种“律法—先知书一致论”的立场,
来自于犹太传统对于律法的一贯重视. 我们知道,犹太教是一个重视律法和实

践(practice)的宗教,托拉所载的律法是犹太人承传数千年的生活指南,型塑了

犹太特色的生活方式,律法是犹太传统的核心. 在这个意义上,拉比们在释经中

格外重视«摩西五经»,拉比和平民犹太人在日常宗教崇拜活动中不断复述律法

①

②

③

«玛拉基书»３:２２.
«约书亚记»１:７、８a.
参见 Frederick E．Greenspahn, “ Why Prophecy Ceased,”Journalof BiblicalLiterature,

Vol．１０８,No．１,１９８９,p．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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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都是出于一种恪守和传续宗教传统的需要.
从«圣经»可知,以色列从来是将宗教置于第一位的,并且始终是一种“律法

宗教”(lawfulreligion),即便典型的经典先知,也没有“发明”新的宗教,而只是

在律法的基础上阐明并发挥,先知与律法是一致而非对立的.
关于“对立论”中所谓“先知改革或者超越律法”的观点,也有学者明确提出

反对意见. 如JohnBright就指出:“先知不是精神(灵性)先驱,尤其不是他们长

期以来被视为的、所谓的伦理一神教的发明者”,“先知不是创造者(innovators),
而是处在以色列宗教传统主流之中,并且接受了这个传统进而实现了一个新的

形态”①. 也有学者认为,先知的主张“是通过吸收和扩展摩西时代的主要信仰

而创立的”②,同样不认同先知作为“伦理创造者”的身份判断. 显然,他们更倾

向先知是以律法为基础,而非厌弃、淘汰了律法,最终实现了以色列宗教的新

发展.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在先知—预言与律法书的关

系问题上,韦伯倾向于认可二者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关系. 韦伯从宗教思想史发

展的整体出发,并不赞同这种“互斥论”,而是留意于阐发先知对于律法的维护和

发扬. 韦伯指出,先知的观念“是由以色列的知识阶层和特别是由利未人的律法

书已预先准备好了的观念世界”,而且“先知既未宣告新的神观,也未宣告新的救

赎手段,甚至于新的命令”.③ 他认为先知的认识和主张完全从律法而来,这种

主张无疑与犹太传统认为“先知是律法的解释者”相契合. 先知不仅全然接受律

法,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觉承担起捍卫律法的使命. 他指出:“先知始终加以口诛

笔伐的,就是对这些既已周知的神的命令的背叛.”④“神的命令”就是律法,韦伯

认为先知预言中存在的大量谴责民众、要求他们悔改的言说,经典先知对于宗教

仪式的批判并非意味着反对律法,正是先知依据律法而对民众的当下行为作出

的无情批判,告知人们回归律法才是正途.

二、处境之权宜:重新思考先知对律法—礼仪的批评

礼仪律法(CulticLaw)与犹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犹太教律法的重要

①

②

③

④

JohnBright,HistoryofIsrael,Philadelphia:Westminster,１９８１,p．２６４．
GeorgFohrer, “Remarkson ModernInterpretation ofthe Prophets,”Journalof Biblical

Literature,Vol．８０,No．４,１９６１,p．３１３．
[德]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７９页.
[德]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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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先知对礼仪律法的“批评”也最常被援引作为“对立论”的证据. 受到

雅斯贝斯等学者观点的影响,人们往往看重先知在伦理方面的突出贡献,一味地

强调先知的理性觉醒和“人文革新”,而忽视了先知有关传统宗教礼仪的看法,持
“对立论”者无疑就属于其中的一种极端表现. “对立论”通过突出先知所强调的

内在的伦理特质,以及律法表现出来的外在的繁琐礼仪等,指出这二者之间具有

不可调和性,甚至最终勾勒出来一种先知反对律法的宗教发展“脉络”. 传统犹

太教坚持认为先知只是实践律法,而从未对律法进行过任何修改,遑论批判;基

督教«新约»中,具有先知身份的耶稣,曾经有批判律法和礼仪的言行,成为后世

产生先知、律法两相对立这种错觉的源头. 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兴起,同样以反

对天主教的繁文缛节作为突破点之一,以此继续推进对先知伦理性特质的弘扬.
近现代以来兴起的犹太教改革运动,因为急于融入基督教占主导的现代社会,在
一定程度上也主动接受了这种倾向的影响. 根据一位拉比的观察,犹太教改革

运动将先知—预言视为“一种优越的以精神性(灵性)对抗律法主义,以及伦理学

对抗礼仪,坚信它们(指先知—伦理)是圣殿和宗教礼仪的敌对方”①.
不可否认的是,«圣经»中确实记载了有关先知对宗教仪式的反对与批判,而

这些经文成为持对立论者的主要依据. 我们将重新审视这些经文,反思先知作

出这些批判的真正原因,从而澄清先知的真实态度.
先知对于宗教仪式的批判,集中见于以下经文段落:

１．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

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

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②

２．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③

３．我朝见雅威,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犊

为燔祭吗? 雅威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

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④

４．雅威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于我何益呢? 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

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

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

①

②

③

④

RabbiRaymondApple,“ProphecyinJewish & ChristianThinking,PresentationatBridgesfor
Peace,”Efrat,Israel,１８May,２００９．

«阿摩司书»５:２１~２３.
«何西阿书»６:６.
«弥迦书»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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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
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

以为麻烦.①

５．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②

６．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③

从这些经文来看,先知对于宗教仪式或者律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献祭和祷

告等方面. 燔祭、平安祭、安息日、严肃会等等,都是律法的规定,而先知以传达

上帝话语的方式全部拒绝. 这些批判,在先知出现之前是罕见的. 因为献祭一

直是宗教中重要的仪式,先知却反其道而行之,指出正义、公正、仁慈、诚实、忠诚

等道德品行,才能真正获得上帝的喜悦.④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凭借经文的表面意思,就断定先知对于献祭等宗教律法、
礼仪的拒绝态度. 我们更应该思考和明确的是,先知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批评,其
所指向的批评对象是什么? 是否针对律法和礼仪本身? 以及他们的目的究竟

何在.
我们认为,这些批评只是先知对于当时社会的道德混乱状况有感而发. 从

圣经记载可知,公元前８世纪前后,古代以色列社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贫

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不公平现象极为普遍. 这在人们常常乐道的先知那些

激烈的社会批判言辞中屡屡可见. 先知所在意的实际上是富足生活条件下的道

德缺失,批判的目标更多地指向了为富不仁的权贵阶层,因为他们有条件进行浮

华而流于表面形式的宗教崇拜,冀求以此来修饰信仰的虔诚. 这样一来,宗教礼

仪实际上只是被用来作为一个由头罢了. 先知批判的着力点集中于对于这些礼

仪的过分追求,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是相符合的;从这些批判中我们并不能

得出“先知反对宗教礼仪”这一结论.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时代处境的变化影响甚或决定了先知对于礼仪态度的

转变. 我们可以发现,尤其是流放归来之后的先知,即使同样也表现出一种类似

于前辈先知的“社会批判”的立场和态度,但是相较而言,已经失其锋芒,明显地

转向温和了. 这种转变从流放回归之后诸先知的预言和行为中透露出来. 作为

“最后的先知”之一的哈该,便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典型. «哈该书»里面所载的预

①

②

③

④

«以赛亚书»１:１０~１４.
«耶利米书»６:２０.
«以赛亚书»１:１５.
这种伦理主张,可以参见«耶利米书»９:２２~２３,２２:１５~１６;«何西阿书»６:６;«阿摩司书»５:１５,

２４;«弥迦书»６: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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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甚至对于礼仪表现出了一种“兴趣”,这与先知的一贯形象是不符合的,这种

与礼仪的亲和性,在前辈先知那里非但不存在,而且是明确激烈反对的. 不仅是

哈该,«玛拉基书»也同样表现出来先知的关注与兴趣,已经是礼仪多于伦理. 如

果循此向前追溯,先知对于礼仪的重新重视,开始于先知以西结.
以西结是在“巴比伦之囚”期间活动的先知,这种被迫奴居异乡的体验使得

他对信仰的理解更加深刻. 可以说,从流亡开始的那一刻起,以色列人回归故土

的愿望就开始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强烈. 在当时的处境下,以色列人不

可能通过武力反抗获得“返乡”的胜利,他们通过对未来生活的勾画,来维系民族

的凝聚力和保持信心. 以西结后期的预言反映出这种构想. «以西结书»第

４０~４８章详尽地描绘了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将要重建的圣殿样式,以及许多其他

的礼仪律法. 这样的内容不可能见于其他经典先知的言论之中.① 就政治需要

而言,这是对民众的一种激励,而究其根源,则在于礼仪律法对于唤醒民族身份

认同、凝聚流散民众民心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面对流亡的历史处境,即使

此前先知最为推崇的伦理观念也无能为力,他们认识到存留于民众意识深处的

礼仪律法才是重振民族希望的最有效的一面旗帜.

三、“述”与“作”之间: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关系反思

任何宗教都有属于自身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是宗教内在价值理念的外在

表达,它们以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样态向世人展示了不同宗教的特色. 法国社会

学家涂尔干(EmileDurkheim)指出:“(宗教)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

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②宗教仪式既是信

徒从事宗教活动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成为外界辨识不同宗教的主要依据. 宗教

始终需要借助于外在规范来表达其内在的价值理念,然而这两者之间往往存在

一种张力而导致相互之间“脱节”,外在规范容易因为缺乏约束而走向浮华,不能

有效地表达内在的价值理念. 如何合理地把握这种张力,顺利地完成自身的“价

值表达”,成为文化传承、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 希伯来先知作为

犹太传统中“价值”的主要传达者和阐述者,当他们面对这种内外之间的张力关

系时,作出了具有时代处境性的回应.
犹太教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律法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礼仪. 研究表明:

①

②

以西结等为代表的重视礼仪律法的先知,被学者称为“礼仪先知”(culticprophet). 参见 Aubrey
Johnson,TheCulticProphetinAncientIsrael,Cardiff:UniversityofWalesPress,１９６２．

[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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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传统始终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性,先知被视为律法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

者;先知的伦理批判并非指向律法—礼仪本身,而是倡导一种适宜的宗教信仰表

达形式. 在先知那里,宗教信仰仍然是第一位的,先知的伦理主张不能脱离律法

根基. 我们可以援引先秦儒学传统来作一比较说明. 相对而言,儒学的外在规

范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形式. 在儒家传统看来,礼乐制度来自于“圣人”①对天

地运作秩序的观察与效仿,“圣人”被视为儒家礼乐的创制者,并且随着时代处境

的变迁,“圣人”(主要指孔子)在礼乐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转化,推出了新的价

值概念体系,同样也是保持了与外在规范之间的和谐关系. 先知之于律法,虽然

无法与儒家“圣人”的制作之功相媲美,但是他们与孔子继承并转化礼乐的主张

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孔子曾经自谦为“述而不作”,其实先知对于律法,以及孔子

对于传统礼乐的情怀、立场和应对策略,恰恰表现为一种以“述”足以替代、从某

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作”的文明演化进路.
先知在“价值表达”方面的应对表明,追求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

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的武断立场,才是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有益路径. 由此观

之,先知对于这些外在形式的批评、损益以及转化,无不以此为目标.
先知对于律法、礼仪的态度和表现让人们反思宗教外在形式的意义. 有学

者指出:“先知们未能获得他们同时代人的理解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未能拿出什

么东西去取代他们所攻击的仪式. 他们正确地发现了道德生活中宗教的本质,
但是他们却没有将这一切发现用具体的制度和形式表现出来,使普通人能具体

感觉到宗教的存在并从中获得快慰. 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只有

总的原则是不够的,各种思想—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都需有其表达的形式、
制度和仪式.”②虽然作者的理解表现出明显的“对立论”倾向,但是他认识到了

宗教礼仪作为外在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先知批判礼仪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只

破不立”,并没有创立新的形式来替代这种既有的形式,而普通民众恰恰是需要

这样的宗教形式的,这是他们亲近和表达宗教的主要依傍. 这也为我们在文化

建设过程中努力实现内容与形式相符合、内在与外在相一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毫无疑问,礼仪通过玉帛、钟鼓等这些唯美的器具或者其他富丽的形式表达

出来,是有益的,甚至在一定的处境之下有其必要性,例如在庄严隆重的祭祀典

礼或国家活动场合. 但是,这种需要并非绝对的,尤其不应该将其作片面发挥,
企望通过这种外在呈现的无节制张扬来表达“礼仪”.

①

②

儒家“圣人”被视为可以与犹太教“先知”进行比较的角色,参见傅有德:«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

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美]伯纳德􀅰J．巴姆伯格:«犹太文明史话»,肖宪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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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对待文化外在形式的方式还提醒我们应该注意时代处境对于文化策略

的影响. 经典先知为何对于一些虚浮的宗教崇拜进行无情的批判? 而流放归来

的先知,为何对于律法、礼仪有着积极正面的支持? 其实这正体现出来文化的一

个内在规律,即文化的发展只能因仍于时代,尤其是关乎国计民生、家国前途的

文化、制度,只能在时代处境的范围内发生、发展,而不会超前. 当然,不排除存

在个人天才的超时代思想,但那只是与个体有关的构想,与时代缺乏互动,因而

是可以脱离于时代进程的. 经典先知的伦理批判,是对时代信仰状况的回应,他
们的目的在于警醒民众回归到纯正、真正的信仰上来,这与律法的出发点其实并

无二致;至于流放归来的先知更加积极地强调律法—礼仪,是因为时代处境的变

化使他们意识到,唯有律法才能唤起民众的团结,实现民族的复兴. 先知如此因

仍时代处境而调整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关系,以“述”的姿态来行“作”的

事实,实在是一种更新“价值表达”的策略. 今天我们重审这种策略的效果,若言

“述”胜于“作”,恐怕也不为过了.


